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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本土化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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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发端于西方社会文化制度背景下的情感劳动理论致力于对资本

规训下服务业劳动者的情感整饰和情感异化进行批评。 本文将中国乡村熟

人社会关系的建构引入分析框架中，通过对家政工成长过程中的情感模式

习得以及劳动过程中自然情感模式的形成、维系、再生产等机制的分析，呈
现区别于商业情感劳动模式的本土自然情感劳动模式。 在此模式中，消费

者（客户）和劳动者成为平等互惠的互动主体，情感劳动由资本获利之矛转

化为劳动者抵御工作挑战之盾。 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对商业情感

劳动模式中消费者—劳动者二元对立假设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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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家政工和家政服务业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家政服务业是“以
家庭为服务对象，向家庭提供各类劳务，满足家庭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业”。①其从

业者一般被称为家政服务员，学术讨论中称为“家政工”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ｅｒ） （马
丹，２０１１）。 作为服务产业大类的下属行业，家政服务具有服务业的一般性特点

（何明洁，２００９）。 其生产过程需要家政工与消费者（也称客户）面对面地接触；
其产品并不以物质形式体现，而是多为协助人的再生产过程顺利达成的服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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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中包括体力和情感双方面的付出，也即体力劳动和情感劳动（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
２００３；马冬玲，２０１０）。

家政业也有着区别于美发、餐饮等其他服务业的特质，即在家庭私领域从事

公领域的工作。 如果它被单纯地建构为一种工具性关系，那么就难以在作为私

领域、看重自然情感的家庭中生存；而如果它被建构成一种情感性关系，向亲密

关系付酬的行为又与这种关系的纯洁性和高尚性相悖。 因此，家政工一直以来

都处于“虚拟家人”“类家人”的尴尬地位（马丹，２０１１），这也是家政工的情感劳

动面临的核心挑战。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下城市家庭功能的商品化和双职工家庭的持续增多，社

会对家政工的需求持续增加，使得近年来家政业从业人数不断上涨，在 ２０１８ 年

即已超过 ３０００ 万。① 伴随着政府政策的倾斜和资本的介入，家政行业逐步进入

现代化商业运营的发展模式中，２０１９ 年行业经营规模达到 ６９００ 亿元，②也因此

具备了现代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特征。 但家政业既有的行业运行策略和家政

工群体自身较低的教育背景与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令家政工难以在此过程中获

得相对有利的职业发展机会，从而在整体上处于被动位置（马丹，２０１１；苏熠慧、
倪安妮，２０１６；萨支红等，２０２０）。 这在体力劳动层面上主要指家政工的雇佣形式

以非正式就业为主，无法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正式雇佣关系，因而也缺乏相应的权

益保护和职业福利保障，其工作的不稳定性特征突出（王竹青、吴道霞，２００９；佟
新，２０１７；吴心越，２０１９）；在情感劳动层面上则主要指作为中介的商业企业为提

高客户对服务的满意度，在培训和劳动过程中对家政工的情感进行规训和控制，
从而造成家政工的情感异化（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０３）。 情感劳动也因此被视为服务业

资本管理、控制劳动者的重要途径之一。
即便是近年来介入传统家政产业中的互联网技术，也仅仅是提升了家政工

的经济收益，而仍然保留了非正式雇佣关系，并在体力和情感控制方面更加严密

和显性化（梁萌，２０１７）。 但从理论角度来看，这种控制策略显然是基于对客户

和劳动者的单一情感模式的预设而建立起来的，二者在情感模式中的主体性和

多元性都被遮蔽了（李晓菁、刘爱玉，２０１７）。 因此，既有商业模式中以“消费者

至上”为倾向的情感劳动规训是否是家政工劳动过程中情感劳动策略的唯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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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源自西方的“消费者需求”建构与我国本土实践之间有何异同？ 这些问题

仍有待讨论。
在一个以服务家政工为宗旨的社会工作机构的活动中，我们发现了一类家

政工，其劳动过程中的情感模式与既有研究中的情感模式具有较大差异。 虽然

她们入行之初也是经由家政企业培训和介绍才得以上户，但其整体职业发展较

少依附于家政中介公司，而是与客户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在工作和生

活两个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工作环境也更为顺畅、友善。 可

见，在这群家政工那里，情感劳动成为其构建良好劳动环境的资源，而非资本控

制和剥削她们的手段。
从既有的家政工情感劳动研究来看，工作的稳定和良好的回馈主要来自企

业的技能培训和情感规训，但本文中的家政工并没有长久地处于家政公司的荫

蔽之下，而且强调自己并非表演，而是本色使然。 那么，是什么使她们免于情感

异化，依靠自然情感也能获得职业上的成功？ 或者从理论上说，情感劳动是否具

备从资本控制和剥削的工具转变为劳动者自身资源的可能，即情感劳动到底是

资本之矛还是劳工之盾？ 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利于家政行业整体

就业质量的提升，也将有利于我们对情感劳动的多元性和本土化问题的进一步

澄清。

二、情感劳动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情感劳动的概念与机制

社会学经典理论已经关注到与人类情感相关的议题，但更多是被包含在有

关社会构成、协调与冲突等议题的宏大理论中（王宁，２０００）。 工作中的情感作

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被学界重视是从美国学者霍赫希尔德（Ａｒｌｉ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于 １９８３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被管理的心：人类情感的商品化》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Ｈｅａｒ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Ｆｅｅｌｉｎｇ）开始的（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０３）。
彼时，美国的消费社会已现雏形。 在此过程中，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企业组

织效法工厂在劳动过程中的管理、控制策略，一方面从传统的体力和脑力方面形

塑劳动，另一方面进一步将劳动者的情感也纳入管理、控制中，以面对传统的资

本—劳动者二元关系由于消费者角色在劳动过程中的介入而转换为资本—劳动

者—客户三元关系所形成的挑战。 这些举动引发了学者们对资本剥削策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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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者情感异化的关注和讨论。
在此情景下，霍赫希尔德提出了情感劳动（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的概念。 体力、

脑力和情感构成了服务业劳动中的三个基础要素。 情感劳动是指劳动者依从企

业组织的工作原则而进行内在的情绪管理和外在表情、眼神与体态的调整，以使

消费者产生良好的服务感受，从而达成企业所追求的完美的服务效果。 情感由

于具备在服务业中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潜力而被其捕获，由此从劳动者私人

的生活世界被推到了公共领域当中，从由劳动者所有变为被企业规训。 因此，劳
动者的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０３）。

情感劳动产生的关键就在于企业针对劳动过程所设定的情感规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人类从出生开始就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文化内含的情感规则进行情感

表达和交流，因此，这一部分情感被认为联结着个体感受和集体规则，兼顾了个

体和集体两个层面的需求，而个体在其中具备一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有学者

将情感整饰 （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之外的表达定义为自然情感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ｅｍｏｔｉｏｎ）（Ｚａｐｆ，２００２）。 然而，企业枉顾劳动者已经具备的情感主体性和能动性，
设置了一套违背常理的、以构建客户单方面良好感受为出发点的情感感受和表

达规则。 在这些具体的情感规则下，劳动者不得不进行情感整饰，以应对自然情

感和异化情感两套规则所带来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情感整饰虽然可以让劳动者应对在服务过程中与客户互动时情感维度的挑

战，却难以从根本上调和两种情感规则在劳动者身上产生的内在冲突，从而造成

了劳动者与自我的疏离，也即劳动者在情感维度上的异化（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０３；佟
新，２０１３）。 两类截然不同的情感类型和情感关系由此形成。 一类是社会生活中

的自然情感，另一类是劳动过程中异化的商业情感。 前者主要作用于私领域，后
者则主要在工作场所等公领域中发挥作用（郭景萍，２０１３）。

（二）服务业情感劳动的实证研究

具体到情感劳动实证研究，既有研究主要基于以上概念和理论讨论，形成了

三个方面的脉络。
１ 劳动中的权力关系视角

该研究路径主要从劳动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出发，认为服务业者的被动地位

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资本的管控，即资本将高收入家庭的“照顾工作”建构为可

替代和可交换的服务商品，制定相关劳动规则和情感规则并将其标准化。 处在

劳动力市场底层的女性劳动者为了获得生存所需的经济报酬而被卷入到此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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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中。 在此过程中，她们的私人生活和情感也被管理和建构成为交换的一部分

（蓝佩嘉，２０１１；刘育婷、肖索未，２０２０）。 二是家政工的女性身份。 服务业以女

性为从业主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情感劳动建构并非偶然，而是建基于男女两性

地位差异和经济资源不平等之上。 由于缺乏其他支持和资源，女性只能从事高

情感劳动需求的职业，忍受体力和情感的双重剥削。 同时，女性主义学者也指

出，情感劳动的建构过程也进一步再生产了分工中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等级制。
情感劳动被建构为非技术性、辅助性和非理性的，因而被赋予较低的劳动价值，
从而使家政劳动及其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价值长期处于市场底端（郭慧

敏，２００９；肖索未、简逸伦，２０２０）。 由此，资本和性别等级制的双重压迫最终形成

了家政工在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过程中的长期弱势地位。
劳动过程理论既关注管理控制也关注劳动者的反抗（布若威，２００５）。 即便

存在着资本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家政工也同样发展出多重类型的反抗（闻翔、周
潇，２００７）。 总体来说，学者们提出了消极反抗和积极反抗两种类型，消极反抗包

括假笑、“用脚投票” 或转换身份 （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０３；马冬玲，２０１０；苏熠慧，
２０１１）；①积极反抗则是指劳动者可以调动一些情境性策略以进行自我保护，亦
有机会对客户进行分类处理、隐性控制以维护自身利益，甚至联合客户对抗企业

的不合理规定（Ｌｏｅ，１９９６；Ｗｈａｒｔｏｎ，２００９；梁萌，２０１７）。
上述两种反抗的根本区别在于，消极反抗在形式上不会威胁到企业的存在

和规训的合理性，而积极反抗则挑战了资本和性别的双重压迫，打破了处于劳动

力市场底层的女性劳动者无权、被动的刻板印象（何明洁，２００９），使劳动者的劳

动权益部分地得到保障，且更具备促进学术反思和实践的突出潜力。
２ 专业化视角

该研究路径主要以管理学和职业化研究议题为主，跳过了工作中的情感劳

动的应然问题，直接讨论情感劳动的实然问题（郭景萍，２００７；王斌，２０１４），因此

主要聚焦于对情感劳动的概念、结构和模型的探索，而非对情感劳动的反思。 该

路径下的学者提出，情感劳动主要涉及行为和心理两方面，其影响变量可分为三

个维度，即个体因素、情境因素和组织因素。 个体因素主要指劳动者表达情感的

偏好和倾向性，情境因素主要指工作中的具体事件、场景和环境，组织因素包括

组织的制度和文化等（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１９９３；Ｇｒａｎｄｅｙ，２０００）。
其中，针对组织因素的研究发现，如果组织的制度和文化体现出对劳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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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特征，那么劳动者更容易呈现深层次的情感劳动，也较少出现情感耗竭的

后果（Ｂｒｏｏｋ，２００９）。 这一研究的启发性在于，即便企业制定了情感规则，但如果

组织同时也给予一定支持，劳动者仍然有空间表达自己的自然情感。 由此，情感

劳动中自然情感和异化情感的区分问题被明确地呈现出来。 同时，这一研究发

现也提醒我们，既然组织的制度和文化类型对劳动者的情感表达方式有明显影

响，那么微观的家庭、宏观的国家等不同维度上的制度和文化同样应该具备相关

作用。 基于这一线索，宏观制度和文化也即国别间的差异对情感劳动之影响的

重要性得以显现。 进一步而言，由于中西方传统上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差异

化的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中国的情感劳动又将具备怎样的特点？
３ 本土化视角

实际上，不仅专业化视角从宏观组织维度提出了对情感劳动国别特征差异

的追问，发端于西方的情感劳动研究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证研究情境中也发现

了文化背景和社会传统所带来的显著差异。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资本的商业化

力量和传统的性别等级化仍然存在的影响构成了情感劳动中压迫性的根源。 但

同时，由于宏观社会文化和制度对情感的表达、认知方面的重要影响，不同国家

和文化下的情感劳动呈现较大的差异。 有学者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的情感劳

动时发现，社会化的本土模式（ｌｏ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上的差异导致两国劳

动者对工作中情感整饰需求的不同反应（Ｒａｚ，２００２）。 在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

背景下，企业制定的情感规则被视为一种外在、强加的控制要求，与劳动者的内

在自我存在差异和冲突，因此容易产生情感耗竭的问题，也容易遭到抵制；而日

本的文化传统已经将组织中的自我控制内化，使其被看作个人素质的一部分，因
此外在控制和自我控制相对融合，也就很难产生冲突和情感异化的感受。 这一

研究揭示了霍赫希尔德的研究对文化背景的地方性的忽视，提示研究者在关注

本土问题时应着重讨论本土文化的影响这一线索（Ｓｕｍｉ，２００４）。
具体到我国的情感劳动模式，有研究者提出，由于市场化开始较晚，我国消

费者对服务中的情感互动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梅笑，２０２０）；同时，传统

人际关系互动模式也成为劳动者在工作情境中自我保护的资源，其中的姐妹情

谊更是成为劳动者合力面对冲突的基础（李晓菁、刘爱玉，２０１７）。 因此，既有研

究已经开始注意到情感劳动的本土化意涵，并结合实证研究突出了其中的部分

要点。
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关系研究视角在价值关怀上以服务业劳

动者的立场为出发点，提出资本对情感劳动的规制使劳动者情感异化的观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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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发对劳动者弱势地位和严苛工作环境的重视。 该视角因此主要聚焦于中观

维度上企业组织对情感劳动的商业化形塑，但忽略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特别是

缺乏对宏观维度上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对情感劳动内在机制的影响与作用的分

析。 专业化视角更专注于在将情感劳动视为合理存在的前提下对其概念、结构

和影响机制的研究，提出了个体、情境和组织等多个层面的影响因素。 该视角一

方面忽视了劳动者在情感劳动中的主体感受，另一方面却也启发人们关注情感

劳动的具体作用机制，有利于弥补权力关系视角所缺乏的多维度分析层次。 本

土化视角已经意识到情感劳动在不同国家特定的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特征

差异，并针对我国的文化情境展开了研究，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与分析思

路，但仍然缺乏过程性和框架性分析，尚未从整体上呈现中国情感劳动的特质。
除此之外，既有研究虽然已经开始将客户带入分析中，但总体上对服务业特

有的资本、劳动、客户三方互动模式的认识和使用是有限的。 这些研究主要展现

“索取的客户”和“异化的劳动者”这些单一形象，以及劳动过程中压迫与反抗的

单纯互动模式，却忽视了劳动者、客户的多元特征以及二者建基于此的多元互动

实践的可能性。
具体到家政工的情感劳动研究方面，既有研究路径主要集中于权力关系视

角，关注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抗问题，在研究对象上更多地选取中介企业为切

入点，将其作为呈现商业化、标准化资本管控下劳动者情感劳动的异化与反抗特

征的田野范畴（苏熠慧，２０１１；马丹，２０１１；何明洁，２００９），缺乏对多层影响机制的

关注，仅仅讨论和呈现了家政工和客户在资本规制下的单一形象以及商业情感

劳动的单一互动模式。 本文通过引入一群自主性较强、跳脱于商业化组织之外

的家政工的生命故事和工作经验，希望对过往研究的缺憾有所弥补，以推动对家

政工情感劳动本土化模式的认知。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文中的田野材料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获

得。 笔者首先对 １３ 名参加由笔者与某社会工作机构合作组织的家政工情感劳

动小组活动的家政工进行了深度访谈，从中识别出 ５ 名自然情感模式家政工。
为了探索小组外的情况，笔者又接触了其他 １１ 名家政工，从中识别出 ２ 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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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模式家政工，并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深度访谈。 这 ７ 名被识别出的自然

情感模式家政工主要是住家保姆和育儿嫂。 本文的参与式观察材料来自上述小

组活动，因此本文案例所涉及的家政工大多既参与了访谈，也多次参加了小组活

动。 笔者也由此得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次而深入地对她们进行观察，与她们

进行沟通。 这些材料虽然未能全部以文字形式留存下来，但也是促成本研究观

点和发现的重要背景资料。 鉴于客户视角对本研究的重要性，笔者又在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对 ８ 位居住在北京或上海、家中长期雇用过或仍在雇用住家保姆和育儿

嫂的家政客户进行了访谈。
综合来看，自然情感模式的家政工在年龄、教育程度、工种等背景方面与其

他家政工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且也都是经家政企业的培训和职业介绍而入行，但
在后续的职业发展中与客户形成了真诚且可持续的情感互动关系，从而摆脱了

资本的规训和桎梏，拥有了更加友好和顺畅的工作环境与发展路径。①

（二）研究框架

本文以情感劳动的本土化为主要分析线索，一方面基于情感劳动的既有概

念和理论，结合专业化中的个体、情境和组织的多层影响机制，将消费者（客户）
对情感劳动的回应带入分析中；另一方面注重对本土文化及其影响下情感互动

模式的特征进行分析。 因此，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需要重点澄清的是我国本土

文化和制度及其内在情感机制问题。
中国文化具有显著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征，这是学界早已建立的共识。 梁

漱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相较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取向，中国社会

绝非集体主义取向，而是关系取向的（梁漱溟，１９８７）。 这种关系的结构是以血

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来建构关系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费孝通，１９９８），而沿着

关系进行的互动、生产与再生产又反过来维系了传统社区网络。 从总体来看，这
一套生活世界的规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 家本位文化形成了个人与家庭、小我

与大我间的责任—义务关系，形成了情境化的社会支持关系，也形成了差序格局

式的社会团结。 这是一种家庭（家族）对其成员表示关爱、个人对家庭（家族）尽
力贡献的关系结构（张岱年，１９９４）。 而在家庭之外，要建立这种互惠的情理关

系，则一般会将关系拟亲化，从而增强相互间的责任和信任（王思斌，２００１）。
在关系建构的过程中，在送礼 ／回礼等物质交换的背后，是人情流动和建构

０３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２． ２

① 文中涉及的家政劳动者和客户的相关信息均已根据学术规范进行匿名化处理。



的本质。 这种交换兼具情感性与工具性，既是理性的社会交换也是感性的情感

沟通（翟学伟，２００９；阎云翔，２０１７），并且呈现了一种动态的机制。 滞后的偿还

机制和期待使交换双方不断被卷入到关系的建构、维系和确认中来，从而呈现关

系的延续和发展面向（王雨磊、王宁，２０１２）。
同时，虽然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现代化变革，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逐渐被

现代性所影响，但传统的关系取向和家本位等特征仍然留存在城乡的社会实践中。
总体来看，我国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当需要在家庭之外建立起互惠的情理关系

时，人们仍然沿用着将熟人关系转化为拟亲属化关系的传统方式（王思斌，２００１）。
我国城市社区则由于城市化进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正在逐渐失去传统

的“熟人社会”特征，其“陌生人社会”的特征较乡村更为突出（张文宏、阮丹青，
１９９９；李友梅，２００２；蔡禾、贺霞旭，２０１４）。 正是基于此种情势，商业机构得以沿

用情感规训策略在城市开展业务，组织服务业的劳动。
然而，相较于一般服务业，家政工作仍具有特殊性。 家政工大多成长于具有

“熟人社会”特征的乡村，“熟人社会”的关系及其再生产规则深刻嵌入于其社会

化过程中。 当家政工进入具有现代陌生人社会特征的城市时，一方面，新的环境

可能会带来较多适应性挑战；另一方面，源于“熟人社会”的情感模式也在某种

意义上构成其发展的支持性资源。 特别是，“陌生人社会”的交往模式产生的影

响主要在家庭之外，而家政工的劳动实际上发生在家庭私领域。 家政工得以进

入客户的家庭内部，在关系建构方面就具有了天然的空间优势，更容易生产其熟

悉的熟人关系，生发自然情感。 客户和家政工双方长期以来拟亲属关系的建构

尝试正是这一优势的印证，即家政工的劳动特别是情感劳动具备延续其原生社

区行为方式的条件。 因此，本文接下来的分析部分将使用上述情感关系建构的

逻辑，对我国家政工情感劳动的特质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梳理。

四、自然情感：我国家政工的本土化情感劳动模式

家政劳动的特殊性在于，虽然在企业管控之下情感劳动的异化难以避免，但
家政劳动过程中的情感劳动也同样不可或缺。 也就是说，无法通过剔除家政劳

动中的情感劳动要素来应对异化问题。 因此，情感劳动研究长期停留在学术批

判状态上，难以对实践的调整、完善有所促进。 这也正是我们与社会工作机构合

作开展家政工情感劳动小组活动时所面对的理论困惑。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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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组活动中开始搜集家政工们在工作中所面对的情感劳动困境和经验，希望

从中提炼出可供行业内劳动者分享的一般经验。
然而，我们在活动中发现，困境和经验在家政工群体中并不是均衡分布的。

也就是说，在活动中有一部分人总是能够针对别人的困境分享自己的解决经验，
而她们自身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情感劳动困境，而是处于一个较为适宜的工作氛

围当中。 在此后的调研中，我们接触到更多家政工群体并也在其中发现了具有

此类经验的家政劳动者。 我们因此逐渐认识到，这部分人的分享并非仅基于个

体“经验”，而应是一种“类型”的体现，因为她们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角度与商

业路径截然不同，也因此与客户家庭建立了超越工具化雇佣关系的人际关系。
既往的商业情感模式研究聚焦于资本—客户—劳动者的三元分析框架。 在

具体的情感互动机制中，资本被视为其中核心的、主导的主体。 一方面，基于企

业获取效益的目的和对消费者需求的片面理解，资本建构出了消费者在劳动场

域中的“霸权”和对情感劳动单方面“索取”的刻板形象；另一方面，资本规训劳

动者遵循企业“消费者至上”的商业情感规则，以此来最终达成效益目标。 在这

一机制中，资本是起形塑作用的主体，客户和劳动者都是被其建构或规训的客

体，具有明显的被动性。 在具体互动中，也主要是劳动者单方面付出，其中的情

感则主要是以达成服务、实现效益目标的工具性为主。 相对于作为核心目标的

工作而言，情感是依附性的，并将伴随服务互动的结束而结束，这是商业情感在

时间维度上的暂时性特质。 而借由自然情感模式的个案，本文聚焦于原本处于

被动地位的客户和劳动者，考察二者之间自然情感模式的形成、维系和再生产等过

程以及资本的潜在影响，从而梳理出自然情感模式的特质及主体的多元互动机制。

（一）成长过程：自然情感模式的习得

从成长背景上看，这类家政工与一般家政工在宏观背景上是一致的，都是来

自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其最为普遍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也有部分为职业高中

或高中。

我妈就是这样的，她对我们特别好，每天早上都是我们睡大觉，她煮好

饭就叫我们起床吃。 我爸从来不打我们，对我特别好。 开会吃肉，他自己不

吃，都给我打包拿回来。 （家政工 ＪＣ 访谈记录，２０１８ 年）
我们家不重男轻女，我小学上完，成绩还挺好的，就是打扑克，学习成绩

不好了。 １２ 岁就开始不读书了，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我又是老小，活儿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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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让我干，都在家闲着。 （家政工 ＥＨ 访谈记录，２０１７ 年）

从上述两位家政工的成长背景来看，她们并没有被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影

响。 即便家庭并不富裕，她们也都是在父母的宠爱和宽容、放松的环境中长大，
与家人和亲朋的感情与关系都比较积极。 她们一方面从自己的家庭生活里习得

了如何建立和维持稳定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也在农村社区生活的社会化过程

中获得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 也就是说，本土文化及其结构在这部

分家政工的早年生活中留下了较为深刻的、积极的印记。 这是家政劳动过程中

形成的自然情感模式在宏观维度上的本土文化基础。

（二）上户之初：自然情感模式的形成

从背景来看，这部分家政工并不特殊。 但为何家政工群体并没有形成明显

的、总体性的自然情感模式？ 既有实证研究给出了部分答案，认为主要原因存在

于劳动过程当中，特别是劳动者进入工作场所的最初阶段。 例如，有学者认为，
劳动者在最初上户过程中与客户的初期互动体验是确定其原有模式能否延续的

关键（苏熠慧、倪安妮，２０１６）。
特别是对于需要在客户家住宿的住家家政工（包括保姆、育儿嫂、月嫂等）

来说，只身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工作和生活，使她们一方面感受到陌生环境的压

力，另一方面也期待着能够与客户建立好关系，工作一切顺利。 因此入户伊始，家
政工一般都会既兢兢业业又战战兢兢。 能与客户之间建立自然情感模式，从家政

工的角度来看是偶然和幸运的。 因此，一位家政大姐在谈及与客户的良好关系时

会提到这是“缘分”，也即认为自然情感模式的建立带有偶然和幸运的成分。
而从客户的角度来说，这却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从对客户的访谈来看，家

政工在入户的最初阶段需要达到客户心目中的基本要求，客户才会决定与之建

立长期信任的自然情感关系。 这些要求包括：

我看到了她写的字很好，简历里写的高中毕业，还在她们村里做过小学

一二年级代课老师。 其实她真正请到家里的时候，做饭不是很好，工作能力

和干事情的效率一般。 但情绪比较稳定，性格比较温和，这一点很重要。 所

以我就觉得她可以用。 我大约和她相处了两三年后，我们在情感上从一个

阿姨的关系把它转换成一个类似于朋友的状态上。 现在十年，我觉得是亲

人了。 （客户 Ｃ 女士访谈记录，２０２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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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短期的换了好几个，有的就是眼高手低，耍滑的比较多，那种感觉

就不踏实。 轮到这个大姐，我觉得她还比较珍惜这个工作，她家里也需要

钱，所以她很用心。 就是人品可靠，然后对孩子好，其他的没有太多的要求

了，家务她干不了的我干也行。 （客户 Ｙ 女士访谈记录，２０２１ 年）

综合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客户的基本要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个

方面是与人品、情绪相关的主观素养，另一个方面是客观的基本工作能力。 客户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评估，认为所雇用的家政工能够达到这两点要求后，就会

选择与其开始建立朋友、家人间的那种互动关系。 这也提示我们，此类自然情感

的形成有其非常重要的工具性的基础，即劳动者需要在主观素养和客观能力两

个方面都能胜任，才能促发自然情感模式。 这是家政工工作中的自然情感与个

体家庭内部的自然情感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
显然，在这一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客户拥有的主导权更多一些，其主要的建

构路径除了下文提到的物质支持外，还包括二者间平等地位的形塑。

我们出去玩都单订房间给她。 平时吃住都和我们一起。 我弟弟和妹妹

对她都挺好，没有把她当成保姆，把她当成自己家的老人，特别尊重她，我弟

弟来了就把能干的活儿都干了。 （客户 Ｙ 女士访谈记录，２０２１ 年）

她能待下去的原因，首先我告诉她，大家都是靠自己双手在吃饭，她的

工作是工作的一种，我们夫妻的工作也是工作的一种，大家都是靠自己在生

活，没有高低之分；也告诉她家里来客人也不用有任何其他的想法，都是一

样的。 她有单独卧室，所用的生活用品都和我是一样的，比如说被罩品牌一

样，只是花色不同。 然后，我也告诉她不要吃剩饭，不用为了节约不使用热

水什么之类的，正常工作就好。 所以她肯定是一开始就是被平等对待的。
（客户 Ｃ 女士访谈记录，２０２１ 年）

在家政行业甚至整个服务业中，无论是中介公司强调的“消费者至上”的服

务理念，还是客户与劳动者之间较大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差异，最终都表现为

二者之间不平等的互动关系，这也是自然情感模式形成的阻碍。 上文中的客户

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有意将其破除，这是对劳动者自然情感互动的重要回应。
因此，自然情感模式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需要前提条件。 从劳动者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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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是她们在原生家庭和社区习得的自然情感的延续。 由于家政劳动的场所

仍在客户家中，因此出于本能和惯习，劳动者几乎是无条件地、主动地启动自然

情感模式。 而从客户的角度来看，这需要主观和客观上的前提条件。 客观条件

是劳动者具备基本的劳动技能和品格，主观条件是客户自身具备形塑平等关系

的意识。 也即，客户对劳动者自然情感模式的回应是有条件和有意识的。 而从

二者自然情感模式的形成来看，客户家庭作为家政工作的主要场所和熟人社会

的关系模式都是微观劳动场域得以产生自然情感的重要宏观基础。 当具备以上

特质的客户和劳动者在家庭中相遇，自然情感模式的形成也就水到渠成。

（三）情感互动：自然情感模式的维系

家政工在劳动过程中与客户共同生活后，与客户之间形成的情感关系有姐

妹、亲子、朋友之情，等等。
ＥＨ 在结束了广东的工厂打工生涯后来到北京做家政工，在这个过程中与

客户宏女士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过了有三四个月，我们感情就非常好了。 后来我老公来了，她夫妇俩就

觉得我老公也是一个特别诚实的人，就跟我讲，“老了以后我们四个住在一

起，吃我俩的养老保险，你就做饭”。 我们就好到这个程度了。
两年后我因为怀孕就回老家了。 一个月以后宏也怀孕了。 她说，“你

回来给我做饭吧，我们一起”。 我就回去了。 除了做饭什么也不干，其他家

务活奶奶、姥姥干，每个月 ５００ 块钱，那时候是高工资了。
怀孕时特别想吃草莓，５ 块钱一斤太贵了，我在草莓摊上看了半天，还

是没买。 晚上回去和宏抱怨。 我后来忍不住还是买了一斤，结果宏、她老公

还有奶奶、姥姥都各自提了两斤回来。 最后我都八个月了才回去老家的。
宏把我姐叫来，买了卧铺票，给我姐说，这个人就交给你了，你得把她平安带

回家。 生完孩子两三个月，宏就给我打电话。 我带着孩子过去住在宏家，还
是只给做饭，然后一起带孩子。 （家政工 ＥＨ 访谈记录，２０１７ 年）

由此可见，ＥＨ 和宏女士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客户与家政工的

合作关系，ＥＨ 夫妇二人与宏女士一家也都建立了信任度较高的人际关系。 ＥＨ
与宏女士情同手足，甚至在宏女士的眼里，自己比 ＥＨ 的姐姐更看重两人之间的

关系。 而 ＥＨ 在孕期和生产后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宏家继续工作，也足以表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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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的情感在本质上是拟亲属性的，而非仅为工作意义上的工具性交换。 并

且，它也不是客户或劳动者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付出或索取，而是双方对关系

的共同认知与维系的结果。
ＥＨ 在这段关系中也并未表演。 我们从她对宏女士抱怨草莓的价格这一细

节就可以看到，这绝非理性交换模式下家政工的行为模式，而是在信任基础上自

然的情感表达。 回应 ＥＨ 的不仅有作为女主人的宏女士，还包括宏女士的丈夫、
母亲和婆婆，可见双方之间形成的关系更接近家人、亲属的类型（甚至 ＥＨ 的丈

夫也成了类似他们的亲属与家人的人），而非职业、阶级意义上的主—仆或雇

主—雇工。 双方的互动模式也并未局限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即便这个家庭在

后来搬离了北京，每年回京后两个家庭仍然会聚会、叙旧。
ＱＢ 大姐也在访谈中表达了这一点。

两口子非常明白事理，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好沟通，也好处，生活习惯都

一样。 孩子妈妈有时候对孩子发脾气，我都直说，这我都敢说她。 确实是，
他们对我也真像亲姐姐一样，很舒服。 （家政工 ＱＢ 访谈记录，２０２１ 年）

在商业情感模式中，资本所强调的情感规则是客户的霸权以及家政工对客

户单方面、无条件的服从。 ＱＢ 大姐则会直言不讳地指出客户教育方式上的错

误，以长辈身份提出批评。 这既反映出客户和劳动者之间平等的关系，也反映出

劳动者对自然情感模式下关系的真挚性的笃定。
ＪＣ 也是在帮一位单亲妈妈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有了另外的情感体验。

宝宝妈妈很信任我。 我有时候把宝宝带回自己家照顾，她也不管我。
她出去比赛，我也很支持她，我能理解她。 她的生活状态不错，我也受启发。
对于宝宝，我都当自己的孩子来管和带，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管得比较

严格。 宝宝说话像我，会说“不听话”，她妈妈就跟着笑。
都二十多年了，我现在还和第一家雇主保持很好的关系，过年我回家还

会给她带东西，有事情还会找她。 （家政工 ＪＣ 访谈记录，２０１８ 年）

ＪＣ 对孩子妈妈抱有同理心，所以支持她在业余时间去参加比赛，哪怕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承担额外工作也在所不辞。 当然，对方也回报以信任，ＪＣ 可以把

孩子带回自己的出租屋照顾，甚至曾带回农村老家住了一段时间。 可见，ＪＣ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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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理解并不是单方面的情感，而是得到了对方的认可和回应。
事实上，客户也会对这种真挚的情感给予认可和反馈。

因为我们比较尊重她，把她当成自己家人一样，所以孩子也把她当成自

己的亲人，十几年吃这个人的饭长大。 在我家两个孩子的眼中，她就是她们

的亲人。 虽然是拿工资的，但是毕竟人家为孩子做了每天的三餐，陪伴孩子

长大的，对两个孩子也特别好。 如果我两个孩子未来照顾她，要去感恩她，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客户 Ｃ 女士访谈记录，２０２１ 年）

从既有研究来看，从事密集型照料劳动的主流家政工也会通过情感劳动的

深层表演等策略在短时间内与客户建立起类似“一家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仅

是劳动者为了应对工作压力的权宜之计，且难以得到客户回应（梅笑，２０２０），因
而仍然是异化的情感。 这些家政工与客户之间以“博弈”为互动特征，在劳动中

展开对控制权的争夺。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家政公司在培训中将发展主义下的

“素质话语”与职业道德相结合，从而使组织内的家政工最终“同意”了自身与客

户之间的地位差异和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另一方面，客户界定了家政工的边缘性

位置，又以情感管理的方式使家政工形成“身心”分离的情感异化状态，最终形

成以客户为绝对控制者的、压迫性的互动关系（苏熠慧，２０１１；周群英，２０１９）。
因此，在大部分主流家政工的劳动过程中，自然情感关系鲜有体现。

而在本文的案例中，我们发现了另一种类型的客户，他们没有被现代社会消

费意识形态中“消费者至上”的理念掣肘，而是抱持平等意识，对家政工回应以

真诚、宽容和信任，使劳动中自然情感关系得以建立。 这也提醒我们，情感劳动

中重要的互动主体是客户和家政工双方。 如仅要求劳动者一方付出，要么这种

单方面的情感付出难以在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持久地继续下去，要么劳动者将

受到情感的剥削和压迫并进而产生情感倦怠，最终使情感劳动的本质发生变化。
我国消费者（客户）的标准化进程较晚，对服务的认知、需求差异较大（李晓菁、
刘爱玉，２０１７），这正是家政工得以在劳动过程中生发出自然情感的重要基础。
正是那些未完全认同“消费者至上”理念的客户给出了相应的回应，才使自然的

情感互动最终完成，并能够得到持续的情感卷入。 因此，能践行自然情感模式的

那些个体之间的相遇虽然看似随机，其脚下却有着丰厚的沃土，那就是中国社会

中仍保有的“熟人社会”的文化特质和行为规范。
同时，以上案例表明了自然情感模式具有的真挚性、延续性、互惠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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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可以批评客户，体现了此类情感关系的真挚性和表达方式的多元性。 它

并非商业模式下的单方面服从，而是超越了商业情感模式下情感关系的工具化

本质。 从时间的维系来看，自然情感模式中的客户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结束以

后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情感互动。 可见该模式可独立于工作关系而延续，而商

业情感模式则会随着工作的结束而终止，具有依附于工作关系的暂时性。 从情

感的影响来看，自然情感模式中客户的体验和劳动者的工作环境都相对更好，客
户与劳动者存在互惠性，而商业情感模式则突出表现为劳动者的情感异化和情

感耗竭，而这会影响劳动的最终成效。

（四）职业流动：自然情感模式的再生产

自然情感模式下客户与家政工之间良好的情感关系也体现在职业流动路径

上。 家政职业的流动性一方面与家政工自身的制度性身份相关，另一方面与客

户家庭情况的变化相关，例如家庭成员的增减以及家庭迁徙等。 在此情况下，家
政工必然需要寻找下一份工作。 但本文讨论的这部分家政工的新工作主要由客

户介绍，很少需要通过中介。

她介绍我给她同学带孩子。 刚开始我还没想出来，但她这么说我就同

意了。 这家对我也特别好，知道农村没有奶粉，就给我们买了半年的奶粉存

着。 有一次我闺女冬天在家自己洗衣服，电话说她手冻了。 这家人让我买

个洗衣机，我哪有钱买洗衣机，姥姥（这家人中的母亲）就把她两个闺女叫

来，三个人凑钱给我闺女买了洗衣机。 （家政工 ＥＨ 访谈记录，２０１７ 年）

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参加过培训。 我几乎都能找到工作，我挺自信。
宝宝过了年就要上学了，他们楼下的一位奶奶就来找我，１０ 月份她儿媳妇

要生二胎，希望我帮忙带。 （家政工 ＪＣ 访谈记录，２０１８ 年）

可见，客户与劳动者之间的自然情感不仅限于劳动过程中。 当家政工需要

换工作时，客户会基于自己的人际网络为家政工介绍工作并提供情感“背书”，
为家政工未来与下一任客户之间的情感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与通过中介获

得工作大不相同，二者之间更容易以关系复制的方式进行自然情感的再生产。
当然，在自然情感模式的维系和再生产中，我们也能看到礼物交换与互惠的

特征。 上述案例中，客户将“洗衣机”作为物质性的礼物赠与 ＥＨ 的女儿，既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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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Ｈ 的理性回报，也是对二者之间如家人般的情感的主观认同。 这一行动兼具

情感沟通与理性交换，呈现了滞后和不断卷入等长期关系的特征，是典型的关系

型社会情感互动。 特别是“洗衣机”作为昂贵的电器，已经超越了一般熟人间的

互惠范畴，而更接近家庭成员间的关怀和互助。 这是客户和劳动者之间“拟亲

化”自然情感建构的本质写照。
在解除劳动关系后，客户也继续与劳动者保持着自然情感的互动模式。

实际上我是把她当亲人了，她后来不在我家干了，我也会很关心她，给
她打电话，像朋友一样说个话。 她在北京上班的时候休息一天就会到我家，
来了之后就像到自己亲戚家这种感觉似的，然后跟我吐吐槽，来吃个饭，休
息半天再走。 （客户 Ｚ 女士访谈记录，２０２１ 年）

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自然情感的独立性。 在工具性的劳动关系结束之

后，之前形成的自然情感仍然能够延续。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自然情感的形成虽

然需要工具性的基础并呈现依附于工作关系的特征，但它的延续与再生产具备

独立性。 这也是它与商业情感模式的区别。

（五）自然情感关系中的挑战与异化

当然，这部分家政工也同样会遇到工作中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第

一种是自然情感关系中劳动报酬协商的困境。

每个人谈工资的方式不一样。 我是觉得都可以敞开谈，但是她在之前

的一家和我家就是这样，过年后突然说不来了。 然后我主动说给她加工资，
她就来了。 （客户 Ｚ 女士访谈记录，２０２１ 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人间的互动以自然情感关系为主，而对金钱的计较

被认为与其相背离。 因此，与客户形成的自然情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家

政工向客户争取更高的劳动报酬。 这是在劳动关系中形成的自然情感模式对劳

动者的消极影响。
第二种是自然情感再生产遇阻后的“用脚投票”。 在给一户人家做午餐时，

ＥＨ 因为“烧茄子”做法的地域差异被客户呵斥。 ＥＨ 于是选择了辞职。 ＨＲ 也在

小组活动中讲述自己在客户家被怀疑偷窃。 虽然后来客户发现冤枉了 ＨＲ 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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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正式道歉，但 ＨＲ 仍然迅速地辞职了。
ＥＨ 和 ＨＲ 的案例都表明，自然情感模式下的家政工对其与客户间的互动、

信任更加看重，也更加敏感，甚至连“深层表演”也难以接受。 一旦客户回应迟

缓或者拒绝回应，双方就容易面临理性、情感两个层面上的割裂，从而使这类家

政工倾向于更迅速和更决绝地结束互动关系。
除此之外，在调查中，一些客户也提供了他们与家政工由自然情感模式转变

为商业情感模式的案例。

在中介公司待久了，周末休息也会去。 大家在一起交流的就是这家那

家怎样，就会互相比较。 她们就学会了怎么去耍滑，怎么应付。 后来带老二

时再回到我家，就感觉有变化了。 （客户 Ｚ 女士访谈记录，２０２１ 年）

我家大姐的嫂子在中介，经验丰富，周末就去中介里面待着，谁工资高

她嫂子就立刻辞职换一个，然后还教我家大姐也要这样，反正走的时候雇主

也得给结工资。 （客户 Ｃ 女士访谈记录，２０２１ 年）

也就是说，确实存在部分家政工在行业整体风气的影响下放弃自然情感模

式而选择商业情感模式的情况。 这也恰好体现出自然情感模式再生产的脆弱

性，进一步解释了该模式目前处于稀缺状态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

度提醒我们进一步反思家政中介企业对行业整体规范规则的消极形塑。 资本如

只抱持商业情感模式，就会进一步消解自然情感模式形成的基础。
因此，相较于商业情感模式中资本、客户、劳动者这三方主体，自然情感模式

在具体互动情境中主要表现为客户和劳动者两方，而未给资本留有空间。 但这

并不意味着资本在自然情感模式中应该被排除或忽视。 劳动者在自然情感模式

中面对挑战时，恰恰需要借助资本的中介作用。 资本一方面能推进积极影响，从
行业整体规范的设立和推广的角度对家政劳动者的薪酬制度进行规范，以解决

自然情感模式下劳动者和客户间劳动报酬协商的困境；另一方面能消除消极影

响，反思其所秉持的消费者“单方面索取、控制”型情感需求这一片面假设，在培

训和管理中纳入劳动者和客户间建立自然情感模式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避免既

有的自然情感模式被中介企业消弭，令其得以延续并扩展其影响力，并最终通过

良好的互动关系和较高的工作质量惠及资本、客户和劳动者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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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然情感模式机制及其启示

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初步梳理出中国家政工劳动过程中区别于全球化

商业情境情感劳动的本土自然情感劳动模式及其作用机制。
第一，在宏观层面，本土熟人社会的关系文化和家政行业以家庭私领域为主

要工作场所是这种情感劳动模式的基础。 中国熟人社会中拟亲属化关系的建构

特征以及基于礼物交换的人情建构使关系兼备情感性和工具性。 这是该模式下

客户和劳动者互动的社会文化基础。 而家政业以在家庭私领域开展的工作为

主，则为以上拟亲属化的自然情感模式在家政领域的延续和拓展提供了天然的

行业基础。 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家政业自然情感模式的宏观社会基础。 与之相

反，商业情感模式正是由于对本土社会文化情境的忽视而片面提倡了“消费者

至上”的意识。
第二，在微观互动层面，自然情感体现出真挚性、延续性和独立性，与商业情

感模式下以完成服务为目的的、“表演”的情感关系的工具性、暂时性和依附性

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形成过程中，自然情感模式既需要劳动者无区别的情感付

出，也需要客户的接纳与回应，在客观上要求劳动者具备基本的工作素养，在主

观上要求客户主动建构平等关系。 从这一过程看，自然情感关系在形成阶段具

有一定程度的工具性。 自然情感的维系过程明确地表现为礼物的物质交换和人

情建构其情感性与工具性的共存，但劳动者对客户情感的多元表达又呈现关系

的真挚性，从而使自然情感模式中的互动以情感性取向为主，而以完成工作的工

具性取向为辅，也即情感性处在更重要的、被优先处理的位置。 继而，这种情感

互动的再生产和延续进一步显示出这种情感模式的独立性。 这一点反过来推动

了我们对情感性在整体机制中的突出地位的认识。
第三，从情感的互动主体层面来看，自然情感模式在资本缺位的情况下突出

了客户和劳动者在情感劳动模式形成方面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这促使我们反思

传统的资本管理、控制下资本—客户—劳动者的三方框架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影

响。 资本对客户情感“霸权”形象的建构和对劳动者“服从”情感规训的片面强调

显示出资方对客户和劳动者的认知局限。 一方面，资本作为家政职业化发展中的

核心主体，其“消费者至上”的意识会对客户和劳动者自然情感模式产生消解性的

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资本在微观机制中的缺位也将给自然情感模式中劳动报酬的

协商带来挑战。 因此，在微观机制中强调客户和劳动者的二元主体性，并不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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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的排斥。 由于自然情感模式的稀缺性特征，也由于中国事实上将中介企业

作为行业发展的核心主体，家政业的发展、完善恰恰需要具有广泛市场影响力的资

本。 也就是说，要在家政业中拓展自然情感模式的影响力，就需要资本、劳动力、客
户三方主体的共同参与。 但前提是，资本意识到商业情感模式的局限性，在管理中

借鉴自然情感模式，倡导和促发这一模式，从而达成服务效益和劳动环境的双重完

善，使情感劳动从资本获利之矛转化为劳动者抵御工作挑战之盾。
总之，正是基于中国熟人社会关系建构模式等本土文化背景，客户和家政劳

动者得以通过劳动过程中的互动建立起具有真挚性、延续性和独立性的自然情感

模式，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工作模式。 从客户角度来看，家政工的工作质量得以保

证和提升；从劳动者角度来看，其工作环境和工作的稳定性得到了保障。 这也必将

有利于家政业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考虑到本文讨论的此类家政劳动者在家政工

群体中所占比例较小，本土化的自然情感模式在家政工劳动过程中并不占据优势

地位。 自然情感模式作为一种理想类型，也难以以纯粹的形式达成广泛推广的目

标。 但本文希望通过对这类模式的呈现，使人们认识到现有商业模式之外的其他

可能性，从而促进对主流模式的反思与调整。 正如本文第四部分开篇所提到的，
情感劳动是家政劳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它的调整虽然很难直接影

响家政业的宏观劳动关系和结构性环境，但有利于在微观劳动场域改善劳动者

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体验，改善微观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质量。
而对家政业之外的其他服务业领域来说，由于它们的工作空间是公共领域

而非家庭，服务互动时长和频率也远低于家政劳动，在形式上难以借鉴自然情感

模式的相关机制。 但这种模式所蕴含的对中国消费者主体性和多元化的认知，
以及对客户、劳动者的双赢和更高的服务劳动质量的追求都将有利于服务业进

一步反思其所抱持的“消费者至上”理念的偏狭性和局限性。
综上，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本土化自然情感劳动

的特征及其意义。 首先，它促使我们在理论上反思商业情感劳动模式背后的潜

在假设。 这种“消费者至上”的情感规则实际上预设了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二

元对立的互动关系。 通过本土化的自然情感模式，我们发现，消费者并非单一的

情感需求者，而是具有主体性的建构者和回应者。 在尊重二者情感主体性的前

提下，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具备形成双赢互惠情感关系的可能性。 特别是从情

感劳动的专业化研究视角来看，考虑到自然情感实际上已经具备深厚的社会情

境基础，商业情感模式仍然有部分可调整完善的空间。 其次，从文化比较的视角

来看，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社会延续自传统乡村的差序格局关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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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关系建构规则可能对某些岗位的职业化、专业化构成挑战，但同时也可能成

为解决困境的支持性资源。 既有情感劳动研究特别需要进一步扩展对情感劳动

的跨文化比较，并进一步推动国别比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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